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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於高地間：
中央王朝邊政影響下滇西南花傈僳的遷徙與分佈

（1735-1911）*

鍾鷺藝
廈門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系

滇西南花傈僳的遷徙與分佈可謂是深受清乾隆以降，中央王朝籌邊之道
的影響。在直面延伸至帝國邊陲的中央王朝時，滇西南花傈僳利用自身在中
央王朝籌邊體系中身份之變化，成為其「治理資源」。而在中央王朝無力維

繫自身在邊陲的治理，加之西方殖民勢力的到來，使得滇西南「多國邊地」

之現實日益彰顯時，滇西南花傈僳依舊能遊刃於政治經濟體系之中,「用腳

來投票」，流動於東南亞北部大陸之高地，主動選擇最適宜「治理」自己的

「治理者」，並最終在泰北形成現今最為西方學界所熟知的傈僳人社會文
化。基於歷史文獻，個人試圖勾勒雲南傈僳人從清王朝武力經辦之對象，
變身為助其經營西南邊疆之過程，及其中所揭示的清王朝自身營邊政策之變

化。借助田野工作所得資料，本文也將以個案的形式呈現花傈僳對自身如何
成為清王朝「治理資源」的歷史記憶，以此展現生活于滇西南這一帝國邊陲

的原住族群如何建構逐步深入的帝國權力。此外將研究視野延伸至東南亞北

部大陸，便可發現，十九世紀中葉起，滇西南花傈僳較大規模遷居緬甸克欽
邦、撣邦，及泰國北部，以致形成現今東南亞北部大陸傈僳人分佈之局面，
也與其作為清王朝的「治理資源」息息相關。

關鍵詞：花傈僳，滇西南，清王朝，邊政，歷史民族志

*　拙文之修改多受益於匿名審稿人之敬業，雖只經電郵間接溝通，但其近乎「手把手式」的指點
與建議，個人如沐春風，受惠良多，對此僅致由衷之謝意。

投稿日期：民國 104 年 6 月 26 日 接受刊登日期：民國 104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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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又西南則永昌一郡，與順甯皆界連緬甸，順寧外接木邦，內隔倮

夷，永昌則外接蠻莫木邦，內隔野夷。緬人不能跨倮黑越野人而連

內界。考野夷昔皆劃居八關以外，自乾隆三十四五年以後，始漸遷

關內，孽息日眾，不可複驅。其性情亦略類倮黑。但倮黑一目能統

數十寨，野夷則數十戶十數戶皆為一寨。有一寨即自置一長，名為

「野貫」。渙無統屬，良悍不齊，悍者剽劫殘賊，不可誨諭，但知

惕威，不知感德，但可雕剿，不可犁掃。先孤其掌後殄其渠。殲一

懲百，能使知怯。惟其巢穴皆在酷瘴之鄉，恃以為固。霜降以前，

不可輕涉，雨水以後，春瘴又興，山山可潛，路路可竄。兵盛則獸

散延喘，兵旋則狼負為奸。大舉既慮虛勞，長圍又難驟合。頓兵非

計，奔命損威。惟有責成守土鎮臣，假之事權，簡兵礪銳，以待猝

徵。責成守土長吏，寬其籌備，募練選碟，以稔夷情，專殲盈貫。

又在榮勵隴川幹崖諸土司眾效腹心，稟承調度。戎鉞之討既伸，潢

蛙之氛自靖。

―《滇省夷人圖說‧跋文》

成書於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的《滇省夷人圖說》為雲貴總督伯麟

奉旨所編，上述跋文應出自其手。1伯麟任職雲貴總督長達一十六年（嘉慶

九年至二十五年），跋文中所指的「倮黑」及「野夷」，為其經營西南邊徼

1　對於《滇省夷人圖說》之簡介及其跋文著者的考證，請參閱揣振宇（2009）。《滇省夷人圖說》
屬清乾隆以降，中央王朝編撰的各類描繪西南邊疆原住族群的圖冊之一，此類圖冊俗稱「苗蠻

圖」。基於對清朝眾多「苗蠻圖」之跋文文本的研究，Hostetler認為，在籌邊政策的描述上，嘉
慶朝與乾隆朝不同，其跋文「更加注重於描述具體的邊政及如何有效使用（清王朝）自身的治理

資源」（1995：84）。西南各省督撫奉旨編纂「苗蠻圖」，以供清朝皇帝加深對西南各原住族群
之瞭解，並方便其制定政策，加強自身對「苗蠻圖」內所述對象之治理。基於對聖意之體察及討

聖歡之考量，此類「苗蠻圖」之跋文雖是出自編纂者之手，但往往能反映出不同皇帝各自的靖邊

之道。因此嘉慶朝相關跋文對「具體的邊政及如何有效使用（清王朝）自身的治理資源之關注，

也應為嘉慶帝所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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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經辦對象。在伯麟看來，相較于「倮黑」，對「野夷」的經辦顯然更

為棘手，故其對滇西南「野夷」的經辦之策佔據其所撰跋文的較大篇幅，實

際上伯麟對雲南全境邊防情況的描述，屬上述所引有關滇西南部分，最為詳

細。2由此可知在乾隆朝「中緬之戰」後，「野夷漸遷關內」所導致的隱患及

相應的解決之道為此時期雲南邊政的重點。3對於伯麟來說，經辦「野夷」

在雲南邊政中屬「無前例可循」，其相應的解決之道也賦予了滇西南相較于

2　就地貌而言，雲南大致可分為滇東、滇西兩部分，後者與前者最大的區別在於，滇西分佈著幾

大由北往南流向的河流，從東向西依此為瀾滄江、怒江、獨龍江、大盈江及龍川江，前兩條分別

為湄公河、薩爾溫江兩大亞洲水系的上流，後三條則為亞洲另一大水系伊洛瓦底江的上流。從地

理區域上來看，上述水系的存在將滇西與東南亞置於同一地理區之中。若在南北向再做劃分，可

進一步將滇西劃分為「西北區的橫斷山脈水系」及「西南區的橫斷山脈水系」，後者「包括怒江

下游、瀾滄江下游、龍川江及大盈江流域」，是現今雲南「擺夷」（即今傣族，清朝文獻多稱之

為「擺夷」）分佈的主要地區（江應梁 2003：52），亦即Giersch（2006）所謂的「月牙形」地
區。就今日的行政劃分而言，此地區包括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保山市、臨滄市、及西雙版納

傣族自治州四地州，可謂之為廣義上的滇西南。與此不同，在本文中滇西南僅為狹義上的，指

「月牙形」西半邊，即德宏州、保山市及臨滄市西部部分地區，若以流域劃分來看，此地區屬怒

江下游、龍川江及大盈江流域。除了以河流的流動為依據外，個人對狹義上滇西南的劃分，還有

另一重要的依據，即以商貿圈為基礎的人員、物資的流動。以雲南清末民初商貿路線的研究為基

礎，McGrath（2002: 50-51）將雲南劃分為三大區域：滇東、滇西及滇南，此三大區域皆存在一
商貿中心（分別為昆明、大理及思茅），以維繫雲南與東南亞間的遠程貿易。其遠端貿易的維

繫主要仰賴於一兩條商貿路線，滇西即商貿圈即以八莫-騰沖-保山-大理路線為主。對於「月牙
形」地區而言，因此路線而形成的商貿圈主要覆蓋怒江下游、龍川江及大盈江流域，即「月牙

形」西半邊。至於屬瀾滄江下游流域，以西雙版納為核心的「月牙形」東半邊，則屬滇南商貿

圈。綜上所述，以流域及商貿圈為劃分依據，將滇西南視為「月牙形」地區內，一可單獨作為研

究對象的地理區，應為恰當之舉。
3　十六世紀末強勢的緬甸Toungoo王朝逐漸將勢力延伸至今緬甸北部八莫一帶，為鞏固自身的西南
邊疆，萬曆年間，明王朝選擇在當時的騰越州週邊一帶設置「八關」，以致將聚居於今滇西南與

緬甸北部之「擺夷」分為兩部分。此後「八關」外之「擺夷」便主要受緬甸政權影響，而「八

關」內之「擺夷」聚居處則逐漸成為清王朝的「內部邊疆」。相應的掌控「八關」外地區的緬甸

政權，也成為清王朝在西南邊疆的最大威脅。對於清王朝來說，不受瘴氣困擾的「擺夷」，恰可

助其征戰緬甸，其將之視為「熟夷」，以便與「野夷」相區別，從而達致「以夷治夷」之目的

（Sun 2000: 286-7; Bello 2005）。但乾隆時期的「中緬之戰」徹底改變了滇西南的局勢。「因中
緬之戰，滇西南的「擺夷」人口急劇減少。隴川地區由2000戶減少至1000戶，猛卯（今瑞麗）
由1000戶驟減至85戶，盞達由800戶減少至300戶，遮放由2000戶驟減至200戶。其中有很多人
是被緬甸軍隊俘虜而走的，以猛卯為例，此地區有超2000人被緬甸軍隊俘虜而走」（Sun 2000: 
297）。滇西南「熟夷」大量減少的後果之一，便是「野夷」人口的大量增加。「中緬之戰」
後，「擺夷」土司轄地的無序導致了「野夷」1770、1789年兩次較大規模的遷徙，從而進入「熟
夷」地界，Bello（2005: 306-7）視之為滇西南這一清王朝的「內部邊疆開始被侵蝕的標誌」。
「野夷」開始進入「內部邊疆」可謂為「擺夷」土司助力清王朝征戰緬甸的結果，即「以夷治

夷」的意外結果。如《騰越廳志》卷十七〈藝文志記〉所載：「從前野夷聚居江外，以江為限。

自緬甸軍需以後，各土司因其運糧之力，不復遣回境外，聽其於附近山頭結寨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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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其他邊疆，一較有獨到之處的邊防政策。伯麟進步延續中央王朝籌邊的

「以夷治夷」之道，為經辦「野夷」，其將滇西南花 視為「熟夷」，使

之得以作為清王朝的「治理資源」，見載於史料中。由此在清代文獻中，傈
僳人不再如雍正、乾隆年間般，被視為「化外野夷」，4而是屢次以「熟夷」

身份，見載于嘉慶、道光時期的文獻。與此種身份變化相伴隨的是清代文獻

中， 人分佈區域的延伸，雍正、乾隆年間的「化外野夷」，不再局限於

瀾滄江、怒江流域的維西、蘭坪、雲龍等地，而是西遷騰沖，成為嘉慶、道

光時期的「熟夷」，並以此為核心，南下龍陵、鎮康，西遷德宏，擴散至整

個滇西南，形成現今花 在中國境內的分佈狀況。

基於歷史文獻，個人試圖勾勒雲南 人從清王朝武力經辦之對象，

變身為助其經營西南邊疆之過程，及其中所揭示的清王朝自身營邊政策的變

化。借助田野工作所得資料，本文也將以個案的形式呈現花 對自身如何

成為清王朝「治理資源」的歷史記憶，以此展現生活于滇西南這一帝國邊陲

（periphery）的原住族群如何建構逐步深入的帝國權力。此外將研究視野延

伸至東南亞北部大陸，便可發現，十九世紀中葉起，滇西南花 較大規模

遷居緬甸克欽邦、撣邦，及泰國北部，以致形成現今東南亞北部大陸 人

分佈之局面，也與其作為清王朝的「治理資源」息息相關。

4　在本文中，除因屬今行政區名稱及書名，不便更改，仍使用政治性、當代性較為鮮明的「

族」外，均以 ，或 人泛指廣義上的 族群。在引用史料處，則遵循原文，以「粟

栗」、「力些」、「𤠫𤢂」稱之。此外使用花 特指本文主要研究對象，即分佈於滇西南的

人。以語言學為劃分標準，滇西南花 屬 語中部方言區。據Bradley（2006: XV）之研
究， 語可分為四個方言區。其中順著怒江流域由北往南，為北部、中部及南部三種方言區。

從行政劃分上來看，北部方言區位於雲南西北部，集中在怒江 族自治州、迪慶藏族自治州維

西縣及與怒江州接壤的緬甸北部（150多年前始有操此方言者往緬甸北部遷移）。中部方言區位
於雲南西南部的保山市、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及緬甸撣邦（Shan State）北部、八莫、克欽邦
（Kachin State）南部地區。南部方言區為泰國，緬甸抹穀（Mogok）一帶、屬撣邦的Taunggyi
西南地區及Kengtung東南地區。此外有一東部方言區，操此方言者分佈在四川西南德昌、鹽邊
及雲南寧蒗、武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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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徼外野賊」与「秤戛事件」

現今學界一般認為「粟栗」兩字最早見載于唐樊綽所撰之《蠻書》。5受

唐朝、南詔及吐蕃之間戰事影響，原居於北接吐蕃地界的 先民被迫遷移

至滇西北（高志英 2007：118）。6宋元兩代，中文史料再無關於 人的記

載。明一代雖有文獻提及 人，但多為習俗之簡介，並未有其遷徙情況之

相關記載（ 族簡史 1983：13）。此外有明確描述 人聚居之所在，皆

源於與「雲龍州」相關之文獻，其中明末天啟（1620-1627）《滇志》卷三十

＜羈縻志‧種人＞更是斷言「力些，惟雲龍州有之」。7至於明朝嘉靖、萬曆

年間（1521-1620）， 人受麗江木氏土司及西藏政權之間戰事影響，被迫

翻越碧羅雪山，進入現今怒江 族自治區北部之說法，實際上乃源於

人的口頭傳說，並無史料或族譜資料支持（同上引：15-16）。就民國時期及

建國初期學者實地踏查怒江，搜集而得的資料來看。清乾隆朝（1735-1796）

之前， 人應已大規模聚居在怒江以東的維西、蘭坪及雲龍一帶。至於怒

江以西，則只有南部的瀘水一帶有成規模的 人聚居（怒江舊志 1998：

41），其應從毗鄰瀘水的雲龍搬遷而來。清乾隆、嘉慶（1735-1820）以降，

瀘水一帶的 人逐漸沿怒江逆流而上，由南向北擴散至今福貢、貢山二

縣；同時 人也從瀾滄江流域的維西、蘭坪二縣往西越過碧羅雪山，大規

模進入福貢、貢山二縣（怒江舊志 1998；雲南省怒江 族自治州社會概況

、怒、勒墨族調查資料之一 1957），由此形成今日怒江 人分佈之現

狀。與唐朝時一樣， 人在清乾隆年間的遷徙與分佈情況，也因戰事而得

以見載於史料中。但此時期的 人乃戰事的直接參與者，即清王朝的經辦

對象，因此清王朝對傈僳人的「構建」，也更為詳細。借助此類史料，便可

5　唐樊綽《蠻書》卷四＜名类＞载，「粟栗兩姓蠻、雷蠻、夢蠻」。
6　基於語言學的分析，Bradley（2004: 1-8）也指出，滇西北今屬麗江永勝縣、大理賓川縣，乃藏
緬語族中彝語組（Central Ngwi or Central Loloish）語言多樣性最為彰顯之地區，而屬中彝語組
之族群則以彝人、 人、拉祜人為代表。八、九世紀時，滇西北今賓川縣鐘英鄉一帶很可能便

為傈僳語之發源地。
7　今云南學界多認為明代文獻中，「力些」即為今 人（尤中 1985；高志英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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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 人在乾隆時期大致的分佈狀況，其中較為詳細者，當屬與乾隆十二

年（1747）「秤戛事件」相關之史料。

圖1 滇西南與「秤戛事件」發生區域示意圖（鍾鷺藝繪）

早在康熙年間，清王朝勢力逐漸立穩于雲南時，蘭坪一帶的「𤠫𤢂」便

已成為清王朝的經辦對象，但此時清王朝主要仰賴於地方勢力。康熙三十三

年（1694）曾因「漢客𤠫𤢂抅釁」，恢復在順治十六年（1659）「繳印裁州

停襲」的麗江蘭州土舍（其轄地大概為今蘭坪縣），「仍設土官」。8此種

經辦之道乃基於康熙治理西南邊疆之理念，其視「各土司為清王朝在邊疆之

『臣』，但卻將邊疆地區的原住族群與內地漢人區別對待，並不將前者視為

『民』。而是希望『邊疆之臣』能先『教化』其所轄之人，使之變為可治理

的、有教化的『民』」（Herman 1997: 70）。至雍正一朝（1722-1735），因

清王朝在西南地區設立的「眾臣」之間戰亂頻發，已影響清王朝西南邊境的

穩定。雍正轉而將生活西南邊境之人皆視為「天子之臣民」，西南各土司成

8　請參閱《雲南通志稿》卷一百二十七＜秩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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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壓迫「民」的「臣」，而清王朝乃為受土司壓迫之民的拯救者（同上引：

71）。由此雍正在西南地區施行了強勢的「改土歸流」政策，清王朝勢力得

以延伸至滇西北。其在麗江設置流官，並視蘭坪以北的維西為「雲南西北門

戶」，佈置重兵把守。「移鶴慶府通判於維西，設維西營，駐兵一千名」，

並將「舊頭目七人，給土千總銜三，土把總銜四，分治其地」。9清王朝在維

西一帶佈防的完備，使得時任雲南總督的張允隨在應對乾隆六年（1741）維

西江外「𤠫𤢂搶劫」時，能「檄調土練，將為首凶夷悉行擒斬」，並將「餘

黨分散安插」。其也自信「數年以來，維西一帶邊境甚屬寧靜」乃因自身對

「野夷」的「懲創」。10乾隆十一年末至十二年初（1746-1747），滇西南的

知縣、客民及巡檢先後報稱「𤠫𤢂」（今保山市潞江壩一帶）強入民寨掠

奪，並攔路劫掠商旅。獲報後剛升任雲貴總督的張允隨如五年前一樣應對，

「飭令」、「飛飭」當地官員、土司查辦。在經辦者上報更多訊息後，張允

隨制定了應對之道：

查 野夷，雖具人形，實同野獸，今敢連次劫掠土司地方，而邊

熟夷膽敢勾結野夷，搶掠內地村民牛只，若不大加懲創，必致擾害

無休。但其地處險阻，且無一定巢穴，必須以夷攻夷，庶免勞師動

眾。查潞江、遮放、芒市三土司，俱有捍衛邊隅之責，所轄夷民于

江外（怒江以西）地勢情形亦俱熟悉，臣俟秋深瘴消，夷民收穫之

後，行令該土司等各選精壯土練數百名，給以鳥槍火藥，臣遴委幹

練將領一員，酌帶弁兵，督同前往撲剿，務使凶渠悉就擒斬，餘黨

共知儆惕，不敢再肆劫掠…頑夷不法，必須懲創。11

仰賴於地方官員對其應對之道施行效果的稟告，張允隨認為事態發展

9　請參閱［清］倪蛻，《設置維西、中甸兩廳事》，見載于《雲南史料叢刊》第八卷，頁489-90。
10　請參閱《張允隨奏稿》乾隆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為奏明籌剿不法頑夷以安邊境事〉，見載于

《雲南史料叢刊》第八卷，頁709-10。
11　請參閱《張允隨奏稿》乾隆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為奏明籌剿不法頑夷以安邊境事〉，見載于

《雲南史料叢刊》第八卷，頁7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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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所願，在沿邊土目的配合下，其得以「鋒刃未接而賊勢已孤，故一舉而

秤戛阿倡、賽林、老泉等三處野賊悉就剪除」。在自信又將恢復邊境數年

之寧靜後，張允隨下令撤師。但其所預想的寧靜並未到來，相反乾隆十三年

（1748），規模更大的動亂隨即發生，且不再局限于偏南的保山縣一帶，而

是向北延伸至維西縣。在獲報後張允隨立即「加兵征剿」，並上奏乾隆「用

兵僅一千五百人，所向克捷」。在乾隆質疑這一更大規模動亂之發生乃因

「汛防兵卒，遇野蠻愚弱易欺，恣意淩虐，逼以人理之所不堪，漢奸從而勾

結教誘，遂致嘯聚荒箐，汛兵利其虜獲，張大其詞」時，張允隨依然相信其

所獲報之內容，認為「徼外野賊」與「內地苗夷」不同，即「無兵卒欺淩，

又無漢奸教誘，乃屢試不法，殺擄公行」。12實際上「秤戛事件」在最初平定

之後，又突然的擴大化可能真如乾隆所料，張泓所著之《滇南新語》對此便

有不同的描述：

祝長腿者，其（秤戛野人）酋也。偶野人渡江至保山縣境買牛還，

遇汛兵，疑為盜，阻留盤詰，即殺兵遁歸。縣差追緝，長腿挺身拒

捕，差複斃。保令會同永昌鎮通詳請剿。（張泓 1985：25-26）

祝長腿，即張允隨徵兵加剿所欲剿捕之首犯「祝老四」。張泓奉張允

隨之令派送軍糧，如方國瑜先生（1998a：776）所言，是「在事出力」者，

其對「秤戛事件」之描述，乃是「記其經歷」。此外面對乾隆對其「率意用

兵」的懷疑，張允隨也是自信「若不示以懲創，恐野賊以為兵威所不能加，

愈無顧忌，邊徼夷民將無安寧」，並且「（自）料野賊計倆，斷不致難以收

拾」。其所謂「卒將賊首祝老四擒斬解獻」的「投誠頭人夷目」，13在張泓

（1985：25-26）的描述中，實為「土官」。在八百名綠營官兵「初夏進剿，

孟秋甫奏凱，雖有斬獲…祝長腿終未成擒，後用土官率土兵進，始伏誅」，

12　請參閱《張允隨奏稿》乾隆十三年閏七月三十日〈為欽遵聖訊，恭摺奏複事〉，見載于《雲南

史料叢刊》第八卷，頁737-9。
13　請參閱《張允隨奏稿》乾隆十三年閏七月三十日〈為欽遵聖訊，恭摺奏複事〉，見載于《雲南

史料叢刊》第八卷，頁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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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統兵將領「謝遊擊用二百金購其首以獻捷」，在「購得賊首」後，「秤

戛之亂」終告平息。是年年末張允隨遵行乾隆對雲貴總督「於政務暇時，時

一巡閱」之聖諭（馬亞輝 2012：153），赴滇西巡閱。其將滇西北視為巡閱

重點，但因覺「道路迂繞」，並未前往滇西南，而是止步於大理府。張允隨

此次巡閱使得「雲貴總督對滇黔兩省之巡閱成為定制」，同時也使「雲南邊

疆之巡閱成為乾隆年間一項非常重要的邊備事務」（方國瑜 1998a：739；馬

亞輝 2012：153）。接替張允隨任雲貴總督的碩色，於乾隆十七年（1752）

巡閱滇西，並對「秤戛事件」做了最終處置，即將「界連數屬，錯雜難稽」

的「秤戛各寨…剖劃疆界，分率管轄稽查，庶有責成」。從碩色所提及的怒

江流域「秤戛各寨名稱」及其「分率之土職」來看，14除臨近麗江府蘭州土

舍（習稱為兔峨土司，府署在今蘭坪縣）轄地的少數幾寨外，絕多數村寨皆

位於今瀘水縣範圍之內。碩色以地處怒江東西岸為劃分標準，設置江東六

庫、老窩土千總，率屬雲龍州及江西登埂、魯掌土千總、卯照土目，劃歸保

山縣管轄，由此清王朝勢力逐步穩固於今怒江流域瀘水縣一帶。嘉慶二年

（1797）怒江東岸的雲龍州知府及老窩、六庫土千總聯合西岸的登埂土千

總，合力修築了溝通兩岸的驛道，商貿隨之日漸繁盛，漢人移民也自然接踵

而來（怒江舊志 1998：152-3）。直至清末，對碩色處置「秤戛事件」之道，

清王朝皆「未改焉」，此時秤戛已是怒江南部「熟傈僳」與北部「生傈僳」
間一涇渭分明的界線（方國瑜 1998a：775；Forrest 1908：243-6）。

從民國時期的調查資料來看，民國元年瀘水縣五土司（六庫、老窩、登

埂、卯照及魯掌）轄境內漢人人口數已超過傈僳人口數，分別為3421、2545

人（怒江舊志 1998：22）。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因「其統治之土司

頭目多系漢人」，瀘水縣一帶的傈僳「多能操漢語，儘量吸收漢人文化、婚
喪、禮制，每喜仿漢人俗習」，學者稱之為「白 」（張征東 2007：439

440）。至於福貢、貢山兩縣之「黑 」，應是在清嘉慶維西「恒乍繃起

義」之後，才大規模由維西、蘭坪翻越碧羅雪山遷徙而來，因「（清王朝

14　請參閱［清］碩色《處置稱戛等隸奏摺》，見載于《雲南史料叢刊》第八卷，頁7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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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恒乍繃起義」之後）所委頭人、土官，俱系麼些族（即納西）選派」，故

「其最愛吸收麼些族之文化」（同上引：439-440）。對於瀘水以西，騰沖、

龍陵一帶之「花 」，張征東雖提及「其與漢人雜處，宰官、頭目亦多漢

人，與漢人關係比白 尤為密切」（同上引：439-440），但觀其行文，

已非如之前描述「白 」、「黑 」般，強調兩者效仿各自漢人、麼些

土司頭目之俗習、文化，在張征東看來，「（花 ）生活每效仿漢人為標

準」，更多是因其與漢人雜處。實際上在本文所指的滇西南地區，即今德宏

州、保山市及臨滄市西部一帶，花 的聚居形態呈現一致性，其聚落與漢

人聚落雜處於高地，且往往位於中緬商貿往來的必經之路上，或臨近以漢

人為主體的高地街市，或壩子街市。由現有的清代史料及上世紀五十年代初

學者實地調查所搜集的資料來看，上述滇西南花 聚居形態之形成，應與

中央王朝的邊政息息相關。在乾隆朝「中緬之戰」後，清王朝在滇西南中緬

邊界一帶，屬「擺夷」土司轄地的高地之佈防，多仰賴於漢人「撫夷」，此

地花 與漢人雜處，多源於受漢人撫夷招募，成為其轄下「弩手」之故。

「擺夷」土司轄地因「中緬之戰」所導致的無序，致使「野夷」較大規模遷

徙，進入「熟夷」地界，開始「侵蝕」滇西南這一清王朝的「內部邊疆」

（Bello 2005: 306-7），以致成為嘉慶朝經營西南邊疆的一大阻礙。花 再

次為清王朝所倚重，受招為「屯戶」，駐守于「擺夷」土司轄地與滇西南門

戶騰沖間的高地，助力清王朝經辦「野夷」。而至道光朝，因掌政流官欲效

仿同鄉傅鼐在湖南苗鄉所設防務，15花 又被招募為「卡練」，駐守在騰

沖、龍陵兩縣境內，臨近漢人聚居之壩子的高地。由此在「秤戛事件」後，

怒江瀘水、雲龍一帶的 人逐漸經由騰沖北部高地，擴散至今德宏、龍陵

及臨滄等地，形成現今 人在滇西南的分佈局面，且形塑了自身足以別於

怒江一帶 人的社會文化，亦即二十世紀初以降，在眾多中英文文獻中所

記載的「花 」、“Flower Lisu”。

15　請參閱［清］胡啟榮《騰越屯防記》，見載於《騰越廳志》卷十七藝文志記，頁300-301；
［清］周澍《騰越邊防記》，見載於《騰越廳志》卷十七藝文志記，頁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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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弩手」、「屯戶」及「卡練」

滇西南花 以「熟夷」身份見載於清代史料中，應是始于嘉慶朝，但

實際上，早在乾隆年間，其可能就已成為清王朝的「治理資源」，由怒江流

域較大規模搬遷至騰沖北部高地。「秤戛事件」之後，清王朝開始料理明萬

曆年間設置的，屬騰越廳所轄七「擺夷」土司境內「八關九隘」之漢人「撫

夷」。曾助力清王朝經辦「秤戛事件」之撫夷，「均得授職世襲」，並「管

理地方」；至於「未立功之撫夷，則如鄉約甲長，聽地方官撤換」。16乾隆

十七年（1752），據碩色之奏摺，清王朝在騰越廳所屬之北部高地，即毗鄰

保山、怒江的東北部山地至與緬甸交接的西北部山地，由東至西共設置了大

塘隘土把總、明光隘土把總、茨竹寨土守備、滇灘隘土目及古勇隘土把總，

授予其轄地，並使之直屬於騰越廳，而非交由土司管轄。由此形成了清王朝

在騰越廳北部高地，由漢人土官督率「弩手」，自行管理轄地之邊防體系。

在上述五土官之中，應屬西北部的古勇隘楊氏土把總勢力最大，其「管理弩

手、卡練、土練一百五十名」。17根據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學者在騰沖西北部高

地踏查所得資料，楊氏土把總所招募之「弩手」、「卡練」、「土練」，應

有不少為花 。如滇西南「聚居最早、最集中處之古永（勇）蔡家寨

族口傳及家譜所載，其先輩約在十五代前由（瀘水）江頭移古永爬岩居住，

有楊氏扶夷官招為練民」，並最終形成漢人、花 「以河為界，分居高山

壩子東西兩邊」之聚居形態（張瑛等 1987：16-7）。18

乾隆「中緬之戰」後，清王朝在「騰越以外萬仞等七關，並木邦、中

山、杉木籠等處…設撫夷正、副二人，給以外委職銜頂帶，並與兵馬錢糧，

16　請參閱《續雲南通志稿》卷九十九＜秩官志‧土司三＞，頁5316 
17　請參閱《續雲南通志稿》卷九十九＜秩官志‧土司三＞，頁5316。
18　據《續雲南通志稿》載，在大塘隘土把總、明光隘土把總、茨竹寨土守備、滇灘隘土目及古

勇隘土把總中，唯有古勇隘土把總除督率「弩手」外，還轄有「卡練」、「土練」。而二十

世紀五十年代花 報導人所謂「練民」又過於含糊，難以推測所指為何，故在行文中，只認

定「楊氏土把總所招募之『弩手』、『卡練』、『卡練』，應有不少為花 」。但依下文所

述，花 應是主要充當古勇隘楊氏土把總轄下「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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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季支」。19由此騰越以西之中緬邊境一帶，由明萬曆年間沿襲而來，漸成

「有名無實」之漢人撫夷又重新成為清王朝邊政的關鍵。「（每關每處撫夷

由）州、協會遴承充…令該觀土司留心訪察…不惟彈壓野人，保護行旅，並

可稽查內地民人私越關隘」。20與之前騰越北部山地土把總、土守備相似，

花 應也是騰越西部中緬邊境，「擺夷」土司轄境內各撫夷的招募對象。

據乾隆五十四年（1789）雲貴總督富綱之奏摺，21可知當時騰越廳西部高地

各漢人撫夷所督率之「弩手」，皆非漢人。在富綱看來，「弩手本系土司所

屬之人，而以漢人管領，恐有倚恃頂戴，挾制土司之弊」，因此對於「防查

關隘」之撫夷，應「令土司于所屬土目內揀選承充，仍率騰越鎮州統轄」。

在當時聚居此地區的主要「非漢人」群體之中，唯有花傈僳及「野人」習慣
生活於高地。兩者之中，作為當時清王朝的「彈壓」對象，「野人」自然不

可能會被招募為「弩手」，而以「善弩射」聞名的「栗粟」、「 」，應

是漢人撫夷招募「弩手」的必然選擇。22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資料來看，

可能早在「秤戛之亂」後，便有花傈僳經由騰沖古勇搬遷至上述中緬邊境，
「擺夷」土司境內漢人撫夷轄區，即今盈江縣蘇典、支那鄉一帶（徐鴻寶等

1987：47）。另據清末李根源踏查所記，由漢人撫夷駐守，今屬盈江縣的四

關一隘，即銅壁關、巨石關、萬仞關、神護關及芷那隘一帶山地，正為今漢

人、傈僳人及景頗人雜居之分佈形態最為彰顯處。23 

19　請參閱德宏史志資料第十二輯《＜明實錄＞＜清實錄＞有關的徳宏史料選編》，頁184。
20　請參閱德宏史志資料第十二輯《＜明實錄＞＜清實錄＞有關的徳宏史料選編》編，頁184。
21　請參閱德宏史志資料第十二輯《＜明實錄＞＜清實錄＞有關的徳宏史料選編》，頁173。
22　在清代文獻中，「善弩射」可謂為「栗粟」、「𤠫𤢂」一「文化特性」。［乾隆］余慶遠《維

西見聞錄》載「栗粟…粒食磬，遂執勁弩藥矢獵」；［嘉慶］《滇省夷人圖書》載「栗粟，即

力些…善用弩，每令其婦負木的徑數寸前行，弩簇輒中，而人不傷」（揣振宇 2009：61）；
［光緒］《騰越廳志》卷十五諸夷志種人二至三載「𤠫𤢂…善用弩，發無虛矢」。在民國時

人記載中， 因「善弩射」，往往被視為「好獵手」，並因此「受邀」，遷居在高地漢人聚

落附近，以防後者受山林野獸侵擾。在臨滄市西南部花 聚居處宣教的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宣教士看來，「當地人之所以允許花 遷居至此，乃因善弩射的花 可使

之免受野象侵擾，為此當地掌權者，甚至免除花 的稅負」（Cooke 1932: 11）。另滇西北中
甸縣 人也是因「善弩射」，得以遷居中甸。據《民國中甸縣誌稿》載，因「山深林密，虎

豹為害，乃於乾隆年間由士普旺人向維西縣屬瀾滄江邊找來唐姓獵戶一家，其便遂繁衍於沿江

一帶高山」（1939: 12）。
23　請參閱李根源《滇西兵要界務圖注卷一》，見載于《雲南史料叢刊》第十卷，頁772-76。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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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花 騰越廳高地駐防示意圖（鍾鷺藝繪；底圖源於Google Maps）

嘉慶二十年（1815），時任雲貴總督伯麟在平定「野夷」動亂後，為防

範「野夷」在「官兵陸續撤回後，不幹失業，複又潛回，佔據山箐險阻兼多

地畝可墾」之處，上奏請求「招募波 等項夷人往彼居住，撥給地畝墾

種，令其自為守禦」。此次招募乃由流官「飭令」「擺夷」土司負責，所得

「屯戶」也由其「嚴加管束」，在伯麟看來，「以屯為守，似可無虞」。24

由此滇西南花 首次以「熟夷」身份見載於清代史料。據清末李根源踏查

滇西邊境所記，25伯麟此次經辦之「野夷」主要聚居于檳榔江中上游以西之高

地，伯麟奏折中所稱「山箐險阻兼多地畝可墾」的「幫中山一帶」應屬今盈

國殖民者的記錄中，雲南 人（Lisu, Yawyin, Liso, Lishaw）中，屬中緬邊境各關隘，商貿往
來必經之路附近的 人受漢人影響最深。「他們分佈於中緬邊境線兩側，位於中國一側者，

通常聚居在漢人村落附近…且如漢人般，留有長辮」（Hertz 1912: 75），「講漢話、過中國
年，並與山地漢人通婚」（Davies 1909: 392）。另今雲南學界多認為清朝文獻中滇西南「野
夷」、「野人」，多指今景頗人先民，請參閱（景頗族簡史編寫組 1983：26-7）。

24　請參閱［清］伯麟＜奏為剿捕騰越州邊界野夷完竣官兵撤回歸伍酌籌抬屯設汛事宜等情事＞

《宮中檔奏摺嘉慶朝》，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編號404018107；個人乃據Giersch引
文（2006: 116），查找、獲致此史料。

25　請參閱李根源《滇西兵要界務圖注卷一》，見載于《雲南史料叢刊》第十卷，頁7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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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縣轄境，由此清王朝在滇西南「擺夷」土司轄地及重鎮騰沖間的高地構建

了一隔絕「野夷」，由「熟夷屯守」之區域。

道光七年（1827），或因「野夷…數十年來呼朋引伴而至者，更難以數

計」，26以檳榔江為界設防已非萬全之計，又有三百七十戶花 被掌政流官

招募為騰越廳轄內之「卡練」：

署騰越廳廣裕詳情設立河西週邊香柏嶺十五卡，招募 三百七十

戶分駐。於鹽課餘，留半銀支給口糧鹽菜。限滿聽其種地守卡…不

敷口糧。永昌府胡啟榮騰越廳周澍詳情奏明借藩庫銀兩萬兩置買練

田，分給各 口糧，府廳各捐銀一萬兩，三年歸款。27

所謂「河西週邊香柏嶺十五卡」，應位於為李根源所稱盞西大山之「山

西」，28即為今檳榔江以東，南底河以西，北至騰沖猴橋，南至盈江縣城之山

地，現分屬騰沖、梁河、盈江三縣管轄。經咸同年間「杜文秀起義」，上述

清王朝在滇西南高地所設邊防，大多廢棄，但花 因被招募為「弩手」、

「屯戶」、「卡練」，而分佈於滇西南之局面卻延續至今。在滇西南花

的口傳及其家譜之中，皆有提及先輩最初乃從怒江瀘水一帶搬遷而來。但

至民國時期，滇西南花 已然相異于瀘水一帶之「白 」。雖處以「擺

夷」為主體族群的滇西南地區，但作為「弩手」、「屯戶」、「卡練」，花

同漢人一道，聚居於高地，自然與「與漢人雜處」，且「與漢人關係比

白傈僳族尤為密切」（張征東 2007：440）。在效仿周遭漢人的同時，花

也在與漢人長期的頻繁互動之中，形塑著自身的族群認同。此種形塑之基

26　請參閱［清］胡啟榮《騰越屯防記》，見載於《騰越廳志》卷十七藝文志記，頁300-01。
27　此時原本任騰越廳同知的胡啟榮已累遷為永昌府太守，由周澍任騰越廳同知，就胡啟榮所著

《碉堡圖說》來看，此次「𤠫𤢂」被招募為「卡練」，駐守在檳榔河以東，臨近騰越壩子之高

地，應是其效仿同鄉付鼐在湖南苗疆的設防之道，在騰越「沿邊周圍二千數百里」高地「建碉

堡七十七座、設屯練六百二十四名、置練田三千四百十九畝…授耕招佃，俾屯練永守」（道光

《雲南通志稿》卷106＜邊防上＞），以防範野夷滋擾之邊政的一部分。
28　據李根源《滇西兵要界務圖注卷一》所載，「大盈之西名盞西大山…山東之水入小梁江，山西

之水入檳榔江，至幹崖匯合。山西為野人傈僳所居，同知胡啟榮沿邊設碉卡數十坐」（方國瑜
1998b: 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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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便是關於自身如何成為「弩手」、「屯戶」、「卡練」之故事，其中以

「上刀山下火海儀式」最為外界熟知。29不同於史料中，以清王朝為中心之視

角，滇西南花 對自身如何成為清王朝的「治理資源」，有著自己另樣的

「歷史記憶」，下節即是對此的呈現。基於田野工作所得資料，個人將以聚

居於今保山市龍陵縣中西部的花 為個案。此地為龍陵縣象達、平達、木

城三鄉與德宏潞西縣中山鄉交界地帶，處高地，聚居於此之花 及周遭漢

人，皆稱之為「冷山」。不同於中緬邊境沿線的騰沖、德宏高地，交通滇西

南「擺夷」土司轄地及滇西南重鎮永昌府（即今保山市）的龍陵縣並無邊防

負擔。在流官治下，花 聚居的冷山一帶關係其周遭平達壩子、滇西南商

貿重鎮象達街漢人聚落的安定，30其選擇在冷山一帶設置「卡練」，並招募花

駐守，應是受時任永昌府太守胡啟榮，騰越廳同知周澍設防騰越沿邊之

道的影響。

四、冷山花傈僳

與上述騰越廳轄境內一樣，花 較大規模聚居在時屬龍陵廳的冷山

一帶，也與清王朝所設「卡練」相關。以《龍陵縣誌》卷九＜武備志＞相關

記載來看，龍陵廳冷山一帶「等穀、蘆根河及黃連河」三卡之設置時間，應

與上述騰越廳「河西週邊香柏嶺十五卡」設置時間相近。而從現今「冷山三

卡」一帶以花 為主體的聚居形態來看，龍陵廳同知岳輝文與其騰越廳同

僚一樣，皆是招募花 以充當「卡練」。在《龍陵縣誌》卷六＜秩官志＞

29　「上刀杆下火海儀式」，只盛行於今怒江 族自治州瀘水縣及保山、德宏一帶 人間，可

視為滇西南「花 」多源于瀘水「白 」的佐證之一。今以騰沖縣猴橋鎮所行「上刀杆下

火海儀式」最為外界所知，請參閱熊迅（2010）。
30　平達壩子是龍陵縣面積較大，耕作條件較佳的壩子之一，屬漢人在龍陵較大規模的聚居地。象

達與芒市、龍陵恰好組成一「三角形」，是人貨流通的重要中轉站。民國時期，象達已然成為

滇西南紡織業重鎮。其西北之芒市屬滇西南各土司地，最為富饒者，而東北之龍陵則為怒江以

西，除騰沖外，漢人的主要聚居處，設有海關，兩地對各類商品需求量較大，象達紡織品銷路

可謂無憂。此外將緬甸棉紗由芒市運往象達，可避免在龍陵海關處報關，因此象達紡織品成本

相對較低，其紡織業也得以興盛。據報導人回憶，由冷山前往象達趕街途中，印象最深者，即

為由漢人村寨傳來的加工、縫製棉布之機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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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岳輝文為官「處事精詳，為民達慮」，其設卡乃因「盜賊出沒」，而在

設卡之後則「盜風頓息」。不同於《龍陵縣誌》以漢人為中心的視角，冷山

花 對自身如何成為清王朝的「治理資源」，有著自己的敘述：

在清王朝的勢力進入冷山之前，此帶的「 族」並未形成任何有

規模的山寨。冷山是一群「 族匪徒」的勢力範圍，為首者為兩

兄弟，人稱「楚大天尊」及「楚大天王」。當時平達壩子的漢人牧

牛時，若稍有不慎，讓牛進入了「 族匪徒」盤踞之處，因心存

畏懼，他們往往會棄牛而不顧。此外眾「匪徒」自恃武功高強（在

冷山花 的口頭敘事中，他們輕功了得，是能「飛起來的」）,

常常至平達，侵擾此地的漢人。為平定「 族匪徒」，龍陵縣衙

的一位官員便偽裝成一名乞丐，穿著破蓑衣來此地打聽虛實。在探

得「 族匪徒」各人的名字後，官員便返回縣城，隨後遣人送來

邀請，邀眾人春節時去縣城表演武藝。「 族本就想法簡單」，

「匪徒」便應邀前往縣城。在縣城時，他們受到了官員的熱情款

待，在表演完自身武藝後，縣衙還給予了獎賞。回冷山前，官員邀

請明年春節再來縣城表演，眾人又接受了邀請，並在第二年如約前

行。此次在縣城的經歷與前一年相似，官員又邀請眾「匪徒」第三

年春節也來縣城。第三年諸人又如約前往縣城，在「匪徒」表演完

節目後，縣衙官員隨即宣佈要委眾人以重任，並且要發槍給他們。

官員便要「匪徒」一個一個進入一間屋子，以便領取槍支。此時的

「 族匪徒」對官府已全無警惕之心，便照官員所言行事。不料

縣衙官員早已在屋子裡布下陷阱，「匪徒」一進屋，便遭人由門後

左右兩側突襲，以重錘擊打頭部，直至斃命。為避免屋內地板留下

血跡，使得之後進屋的「匪徒」起疑，官員還令人在地板上鋪羊氈

子，若有血跡滴落，便再換上新的羊氈子。如此眾「 族匪徒」

便一個接著一個被官員殺害，直至最後一名「匪徒」進入屋子時，

官員明示此「匪徒」，他的同夥皆已被殺害，現在就剩他一人，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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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要任他為把總，好好約束散居在冷山一帶的「 族」。

（根據個人田野筆記整理）31

此位被官員任命為「把總」之人，便為今冷山一帶花 口頭敘事中

常常提及的「余四把總」。在此類口述中，余四把總乃眾「 族匪徒」

中「武功最差、最沒有本事的」。在個人搜集到的余氏家譜中，32余氏一族

約在嘉慶初期搬遷至冷山大硝河一帶，余四把總屬生活于冷山的余氏第三代

人，其成長至足以擔當把總之年歲，應在道光年間（1820-1850），此與上

文據《龍陵縣誌》之記載所推斷的「冷山三卡」設置時間相符，因此上述花

傈僳之口頭敘事應是其關於自身如何成為「卡練」之故事。《龍陵縣誌》短
短數語，並未明確指明誰為「盜賊」，但從上述花 的口頭敘事、冷山一

帶人口組成及當時清王朝在滇西南慣用的邊政來看，「盜賊」極有可能便為

花 。上述口頭敘事，乃花 對清王朝經營滇西南邊疆之準則——「以夷

治夷」——的歷史記憶。對冷山花 來說，只有「心裡藏著七把鐮刀」的漢

人，才能策劃延續週期如此之長的縝密計畫。此外在報導人看來，「漢族的

狡猾之處還在於，他們故意讓武功最差、最沒本事的人擔當 族頭人，在

這樣一名頭人的統領下， 族只能任由漢族欺壓」。

31　個人於2013年9月至2103年11月，2014年1月至2014年9月在龍陵冷山石洞河 聚落進行為期

十二個月的田野工作，聚落內中年以上之村民大多熟稔此則口述史。報導人在講述時使用「匪

徒」等貶義文字，顯然是受國家引導的社會演化論以及文化中心論的論述影響，內化而出現，

但因是出自報導人之口，個人在此如實轉述。在冷山花 的口頭敘述中，也有漢人借花

不識漢字，巧立合約，尋機霸佔其在冷山梯田之事。故在冷山花 眼中，漢人頗為「狡

猾」、「心裡藏著七把鐮刀」。此外報導人口述時自稱 族，而非 ，或 人，系受現

代中國族群構建話語體系之影響，轉述時仍以 族稱之。
32　此《余氏家譜》乃報導人自行以 文所書而成，該報導人生於1920年，屬冷山一帶余氏第
六代人，在其幫助下，個人已將之翻譯、整理成漢文版本留存。據此家譜，余氏先祖應在乾隆

末年，因地震之故，而由騰沖明光搬遷至今龍陵縣黃草壩小米地一帶生息，育有四子。後四子

中，除一子繼續於小米地一帶繁衍外，其餘三子皆外遷至他處。其中有二人搬遷至冷山一帶，

一子至今象達鄉大硝河村，另一子則至今平達鄉安樂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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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龍陵縣冷山花 聚居處示意圖（鍾鷺藝繪；底圖源於Google Maps）

由此花 開始大規模聚居于冷山一帶，並與其周遭之漢人互動。不同

于騰沖古永花 與漢人在「高山壩子以河為界，分居兩邊」之聚居形態。

在聚居空間上，冷山花 與漢人間，存在著更為明確的界限。冷山一帶雖

也存在漢人聚落，33但因山地壩子的缺乏，其與花 聚居之處往往以山脈相

隔，因此除些個案外，相較於聚居平達、象達壩子街市之漢人，其與冷山花

之間的互動並未因同處山地而更趨頻繁。冷山一帶花 與漢人間的族

群互動應更接近於東南亞北部大陸的普遍情況，即山地族群與平地族群之間

的族群互動。34致力於此地區研究的人類學者對此已多有闡述，但其往往受以

33　與冷山一帶花 互動最為頻繁之漢人聚落當屬以山脈相隔的猛蚌、猛堆，此兩漢人聚落也是

因流官設置「卡練」之故，漸成規模，其設置時間稍晚于「冷山三卡」，乃由接替岳輝文擔任

龍陵同知的宋淇所設（龍陵縣誌 1975：257）。
34　相較之下，乾隆朝時受漢人撫夷招募，駐守在中緬邊境沿線、「擺夷」土司轄境內之高地，

及嘉慶、道光兩朝為防範「野夷」，受招為「屯戶」、「卡練」駐守在「擺夷」土司與騰越

廳交界地帶之高地的花 ，因其周遭壩子的主體族群以「擺夷」為主，漢人作為移民，大多

聚居於高地，花 與漢人可謂同屬「山地族群」，其互動模式與冷山一帶相異。冷山一帶的

漢人，因周遭平達、象達壩子已然存在主導人貨流通的街市，其既無須，也無力在高地形成

街市，由此冷山一帶並不存在花 與漢人固定的互動空間。相反聚居在中緬邊境沿線、「擺

夷」土司轄境內及「擺夷」土司、騰越廳兩者交界地帶之高地的漢人移民不僅能在高地形成街

市，其聚居處往往也是中緬商貿往來、人貨流通的必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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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來標示平地族群／山地族群之「二分法」影響——如有文字與無

文字、種水稻與不種水稻、信仰佛教與不信仰佛教等——先不自覺呈現出兩者

「相隔」之意象，再順勢將中央王朝、西方殖民勢力及民族國家的各式「文

明化工程」(Civilizing Projects)視為平地、山地族群互動之基礎（Tapp 1989; 

Wijeyewardene 1990; Harrell 1995; Pine 2002），以便經由「國家史觀」書寫

兩者間的族群互動史、区域史。35實際上，滇西南平地、山地族群間人、物之

「流動」不僅源於各式「文明化工程」，日常的互通有無才是兩者族群互動

之基礎。36十九世紀中葉以降，滇西南花 較大規模遷居至今緬甸克欽邦、

撣邦，及泰國北部，並最終奠定現今東南亞北部大陸 人分佈之局面，便

與此息息相關。

35　關於「國家史觀」之定義及論述，請參閱何翠萍、魏捷茲、黃淑莉（2011：80），其將「國家
史觀」視為高地東南亞社會歷史研究的「潛文本（subtext）」。

36　在此僅以冷山花 為個案呈現，希冀能以點窺面，敘述滇西南綿綿群山間，人、物的不斷

「流動」。在冷山形成較大規模的聚居之勢後，花 與冷山之外漢人間的族群互動也日趨

頻繁。因生計所需，冷山花 經常「流動」至漢人聚居之壩子，基於流動之性質，可將其歸

為兩類：一是「偶然性流動」，此時期冷山周遭壩子的漢人富者在自家女兒出嫁時，往往會行

「送親」儀式，旨在以展演形式，將自家女兒及其嫁妝送至新郎家中。因組織送親隊伍之需，

他們便會雇傭冷山花 以擔當送親隊伍的轎夫、挑夫及樂手。此外也有少數冷山花 曾

至漢人村寨，在富裕之家作長工，甚至遠赴緬甸，為漢人看養騾馬。另一類為週期性流動，即

至壩子集市「趕街」，距冷山約有半日腳程的象達街，為花 主要「趕街」處。因紡織業的

興盛，象達與芒市、龍陵一道，成為此地區主要的貨物集散地，並與滇西南其它地區一樣，同

設有以五天為週期的集市。花 通常清早出發，將自製草席、底線（用於縫製草鞋底部）揹

運至象達街販賣，在購得鹽、布等必需品後，于傍晚返回冷山。實際上花 因買賣之故，與

周遭漢人互動可謂由來已久。在石洞河人的口述史中，早在乾隆末年，余家由騰沖明光搬遷至

龍陵黃草壩小米地時，便已依靠刀耕火種方式種植「粑子」，並將之賣予漢人，供其榨油。而

自二十世紀初以降，英國經由緬甸八莫，將印度棉紗大量輸進滇西南，導致此地區紡織業日漸

工業化之前，此地布料生產以小作坊製作的「土布」為主，在漢人主要聚居處，皆有專以染布

為生之人。此時冷山花 「找錢」方式之一，便是以刀耕火種之法，在坡地間種苦蕎、粑子

及靛，並燒制靛漿，賣與漢人染布業者。後因價廉質優的工業織布大量充斥滇西南市場，「土

布」漸無銷路，花 遂無以為繼此種「找錢」方式，改以販賣自製草席、底線「找錢」。除

與周遭漢人互動外，更有少數冷山花 將買賣延伸至騰沖。據報導人回憶，二十世紀初時，

已有花 從冷山販運火炭（由火麻製作而成）到騰沖出售，在騰沖購得子安貝後，返回冷山

販賣，以供花 婦女裝飾自身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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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守邊」與「流動」

明清時期，中央王朝日漸重視對滇西南中緬邊境一帶的經營，隨著邊防

體系的逐步完善，滇西南以騰沖為核心，沿邊各汛、塘、關、隘為支點的商

旅之道也日趨成熟。在擇選邊防將士駐紮之處時，物資輸送便利與否，顯然

為考量重點之一，隨著邊防體系的逐步成熟，溝通各邊塞、邊塞與縣、廳、

府間的交通網絡也更為便利，以「馬幫」為基礎的商旅之人自然接踵而來，37

為在綿綿群山間保證自身人貨安全，其通常選擇途徑中央王朝佈防之處。早

在明代滇西南中緬交界地帶的商貿便堪稱熱絡，因皇室及權貴對寶石的追

逐，明王朝在今雲南昆明及保山—騰沖派駐了「鎮守太監」，其主要職責之一

便是設法獲得緬甸北部的寶石，以滿足北京、南京之皇室、權貴的需求。為

獲得寶石，「鎮守太監」及其代理人頻繁流動于八莫—騰沖—保山之間，滇西

南中緬交界地帶，逐漸形成以寶石為核心的商貿體系（Sun 2000: 134-153）。

歷經清代近150年（1700-1850）快速的人口增長，滇西南的商貿體系日臻成

熟，騰沖、保山日漸成為商賈雲集之「新型城鎮」（Lee 2002）。從乾隆末期

起，因清王朝權貴對玉石的熱衷，使之從眾寶石中脫穎而出，成為中緬邊境

寶石貿易的核心。38此外鴉片、棉花等日常消費品，也作為主要商品，由緬甸

流通至雲南（Chang 2011; Nugent 1982; Giersch 2011）。

37　因適應山路及耐勞性強，雲南騾馬為中國西南及東南亞北部陸路運輸的不二選擇（Chang 2014: 
149），明清時期較大規模的人貨往來皆仰賴於「馬幫」。以騰沖為基點的中國商人所供之騾
馬，在英國殖民者對中緬邊境一帶踏查中，起著關鍵作用。民國初年，供應英國殖民者踏查

片馬一帶所需騾馬之商人，成為主政滇西，熱衷於民族國家之建設的李根源主要的懲戒對象

（McGrath 2002: 86-88）。「二戰」時，雖有先進的現代交通工具承擔印度—西藏—雲南間的物

資輸送，「馬幫」依舊不可或缺。
38　玉石貿易主要由廣東商人掌控，在「杜文秀起義」前，其通常經「八莫—騰沖—下關—昆明」之陸

路將玉石運輸至昆明，再經滇東、廣西，最終到達廣東。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後，緬甸北部之玉

石改由海路運輸至廣東。因玉石產地皆處克欽人（Kachin）聚居之處，其社會文化自然深受玉
石貿易影響，雖處邊隅高山之中，但因玉石貿易之故，其頭人頗能與各方角色周旋，對外界局

勢之變化也較為敏感。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玉石貿易達到高峰後，因「鴉片戰爭」的爆發，

廣東商人不再至昆明購買玉石，中緬邊境一帶的玉石貿易陷入停滯，克欽頭人曾至曼德勒，以

便由緬甸政權處打聽玉石貿易突然停滯的原因（Hertz 1912: 104-111）。以克欽人為中心，敘述
因人、物之流動而造成的族群互動，及由此產生的對克欽人自身社會文化、族群認同的影響，

請參閱Sada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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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與行旅長久互動，邊防將士可謂為知曉「商機」之人，早在明王朝

經營滇西南初期，其派駐邊塞之將士就開始兼任溝通中央王朝及東南亞北部

的「貿易者」角色。此地區以「麓川」為首的「擺夷」政體之強盛，便與兼

任「武器貿易者」的明王朝邊防將士相關。至十五世紀中葉，邊塞將士兼任

「武器貿易者」已頗為常見。終明一朝，滇西南以駐防將士為主的越境「走

私」貿易，堪稱是屢禁不止（Sun 2000: 35-36, 110-111）。清代「中緬之戰」

後，清王朝在滇西南部署重兵，除防備緬甸侵擾外，眾多綠營將士還是清王

朝實施兩關鍵邊政之基石，其營地皆擇選既臨近騰沖、龍陵，又為兩地進入

各「擺夷」土司地之要害處。為貫徹「以夷治夷」政策，清王朝嚴禁「內

地人在夷地開鋪及與擺夷婚」，並劃定期限，令「永昌、騰越人」將在「擺

夷」各土司地所典得的土地歸還原主。保證禁令的順利施行，即為扼守「漢

人擺夷交界處」之綠營將士的一大職責。此外為以示懲戒，清王朝還禁止境

內住民與緬甸通商，為嚴查出入，綠營將士每年皆於秋後由營地出防，分路

駐紮於中緬邊境沿線各山間關隘，並在夏初瘴氣氾濫前撤回。39此時滇西南各

「擺夷」土司、漢人撫夷乃為綠營將士之補充，因分別定居於綠營營地、山

間關隘附近，「擺夷」土司自然主要助力于上述清王朝的首項邊政，而在綠

營將士夏初撤防回營後，在各關隘嚴查出入，便為各漢人撫夷的主要職責。

在緬甸政權願意重新遣使進京朝貢後，清王朝遂廢除與緬甸通商之禁令，並

撤防減汛，漢人撫夷遂成為清王朝在中緬邊境各山間關隘的主要佈防力量，

以保護中緬間的商旅往來。作為各漢人撫夷轄下「弩手」的花 ，自然受

商旅往來影響，成為知曉「商機」之人。此外嘉慶、道光兩朝受招為「屯

戶」、「卡練」駐守在滇西南高地的花 ，或因周遭同為「山地族群」的

漢人大規模定居之勢，而在高地形成街市；或因其駐守處本就臨近壩子街

市，更是通達「商訊」。由此滇西南花 得以借助十九世紀中葉以降，日

漸興盛的鴉片貿易，再次主動選擇遷居之處。

39　請參閱德宏史志資料第十二輯《＜明實錄＞＜清實錄＞有關的徳宏史料選編》，頁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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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秀起義」後，鴉片貿易日漸成為左右中緬交界地帶政經局勢的

主要因素。因多聚居於適宜種植鴉片的高海拔山地，花 的社會文化受之

影響，可謂深遠，從十九世紀中葉起，陸續有滇西南花 遷移至今緬甸克

欽邦、撣邦，及泰國北部，奠定了現今東南亞北部 人分佈之局面。在

Gillogly (2006: 91-93）看來，尋找更適宜的鴉片種植地正是花 選擇在此

時期主動南遷的主要原因。40十九世紀中葉起，相較於滇西南不平穩的政經

局勢，緬甸北部、泰國北部顯得較為太平，其與滇西南花 聚居處相似的

生態，稀疏的人口分佈，以及西方殖民勢力統治下較為穩定的政經局勢，使

之成為頗具吸引力的遷徙目的地，鴉片貿易的興盛恰好使得花 堅定遷徙

的決心。因鴉片種植，花 具備足夠的川資，以支付代價不菲的遷徙；遷

徙地眾多待未開墾的高山森林，也使得鴉片種植的前景可待。如其所言，

此時期 人南遷緬甸、泰國山區並不是源于「崇尚自由」，事實上此時期

南遷者，以滇西南花 為主，相較于白 、黑 ，花 受漢人影響

最深。時人所謂 中的「崇尚自由者」皆指怒江瀘水以北的黑 ，如上

文所言，滇西南花 可謂為清王朝的「治理資源」，而並非「不願被治理

者」，其遷徙更不屬「避免被治理的技藝之一」（Scott 2009）。正是作為清

王朝的「治理資源」，扼守於中緬邊境商旅往來之道，花 才得以知曉各

類訊息，瞭解潛在的遷徙目的地之概況，遷徙路線及可能的維生之道。

Gillogly認為，搬遷至緬甸、泰國後的 人，「依然如之前在雲南般，

選擇既方便至集市貿易，又可不受外界政權侵擾之偏遠山地聚居」（2006：

94）。其研究基本仰賴英文文獻，因此對雲南 人聚居情況的瞭解主要源

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親歷此處之人所作記錄。此類英文著述之著者履

步滇西，往往與「踏查」、「探險」相關，觀其行徑，皆是經由緬北重鎮八

莫進入雲南，沿商道穿過滇西南花 聚居之高地，至騰沖休整，再北上至

怒江上游（秤戛以北）「黑 」聚居處。加之其描述見聞時通常不會特意

指明對像是「花 」還是「黑 」，而是皆冠以Lisu（Yawyin）、Liso、

40　基於英國殖民者所記載的花 遷居緬甸境內的相關情況，Gillogly已對此論斷作出了令人信服
的闡述，詳見（2006：9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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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haw之名。因此行文中將滇西南花 聚居處臨近商道、街市之狀況，與

因「踏查」、「探險」之故，有意渲染的怒江上游「黑 之野蠻、不受治

理」之特點，皆安放在雲南 人名下（Forrest 1908; Rose and Brown 1910; 

Fraser 1922），由此導致Gillogly對雲南 人擇居特點之誤解。實際上就

滇西南花 而言，其的確聚居於「方便至集市貿易」之處，但「不受外界

政權侵擾」卻非其擇居特點。如上節所述，清王朝邊政是形成現今滇西南

花 分佈狀況的肇因之一。就此地區花 的「大本營」，即今滇西南中

緬邊境，原屬「擺夷」土司轄境內的高地的情況而言，花 並非「不受外

界政權侵擾」，反倒是受命於漢人撫夷，與漢人毗鄰而居，並與周遭漢人一

起，在漢人撫夷統率下，承擔保護來往商旅之責。對於二十世紀初，滇西南

以「八莫—騰沖」為核心的商貿路線，英國駐騰沖海關官員有著詳實的記載。

其中密支那至古永、盞達兩條商道，皆有花 聚落佔據中緬邊境高地之緊

要處，在「杜文秀起義」前，兩處應分屬古永隘、銅壁關漢人撫夷之勢力範

圍（Fletcher 1919: 11-13）。41此外滇西南花 作為「屯戶」、「卡練」

駐防的，更臨近「擺夷」壩子、漢人壩子的高地，也存在以漢人移民為主體

的大規模聚落，並設有街市，形成中緬商貿往來的中轉站。因受招募，充當

漢人撫夷轄下「弩手」，防範「野夷」滋擾的「屯戶」、「卡練」，滇西南

花 得以聚居於「方便至集市貿易」處，受益于「商機」頗多，自然將其

在滇西南聚居於「商旅往來之道」之擇居特點延續至緬甸、泰國。至於遷居

緬甸、泰國後的 人聚居處之所以呈現出「不受外界政權侵擾」之擇居特

點，應是遷居處地廣人稀，且被視為國家主體的平地族群尚未較大規模定居

於高地之故。

六、結語

長期以來，西方人類學界皆視 人為東南亞山地族群中的典型，塑

造其「不願被治理」之族群標籤。此類「話語」（Discourse）最初可追溯

41　請參閱李根源《滇西兵要界務圖注卷一》，見載于《雲南史料叢刊》第十卷，頁7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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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親歷者對怒江北部 人「野蠻、不受管

制」之刻板印象的強調。之後西方基督宗教宣教士基於自身體認，並因宣教

事業之需，在以西方基督宗教徒為主要讀者的出版物中，強化了 人在英

文出版物中「自由的野蠻人」之形象（Conrad 1989）。加之二十世紀後半葉

以降，人類學界選擇 人為研究對象者，皆以泰國北部 人為主，因為

人「以家戶為單位、刀耕火種、種植鴉片」等社會文

化特性，與之前探險者、旅行者、宣教士對中國、緬甸境內

「新來者」，此地

人的刻畫相

吻合，由此延續了 人「追求自由」之形象。其中以Scott (2009: 234-5)的

研究最為「典型」，基於對Hjorleifur Jonsson之論述的簡單引用—「他們從不

定位自己，選擇徹底遺忘自身的歷史，由此在宗教儀式、社會組織及其他能

動員群體成員意願、勞力及資源的組織中，皆無超家戶組織的存在」—Scott

便視 人為Zomia區域典型的山地族群，屬「極致的水母型文化」，最擅

「不被治理之技藝」。實際上Jonsson所稱之 人僅指泰北之 人，屬東

南亞北部大陸 人中之少數者，其社會文化難稱為 人中之典型。此外

遷居泰北 人中占多數者乃滇西南花 ，如本文之論述所示，其可謂是

擅於「被治理之技藝」。面對延伸至帝國邊陲的中央王朝，滇西南花 能

利用自身在中央王朝籌邊體系中身份的變化，成為其「治理資源」。而在中

央王朝無力維繫自身在邊陲的統治，加之西方殖民勢力的到來，使得滇西南

「多國邊地」(Aldelman and Aron 1999)之現實日益彰顯時，滇西南花 依

舊能遊刃於政治經濟體系之中，「用腳來投票」，流動於東南亞北部大陸的

綿綿群山間，選擇最適宜「治理」自己的「治理者」，並最終在泰北形成現

今最為西方學界所熟知的 人社會文化。

如何翠萍、魏捷茲及黃淑莉一文所言，Scott之著述「全書都以大而化

之的手筆來敘述任何的民族志細節或歷史」（2011：87），作為一政治學學

者，其對所謂Zomia地區內各族群的社會文化或歷史之瞭解堪稱片面。實際

上，Scott將早有大規模漢人遷居的中國西南視為Zomia一部分，本就難稱合

理，自清乾隆以降，中國西南就不再是「國家權力難以到達的地方」（上引

文：86）。就本文之研究而言，在漢人移民也為山地族群的滇西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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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漢人皆為「國家權力」之代理，因此得以較大規模聚居於高地，並形成中

緬貿易往來之商道。而在整個東南亞北部大陸，山地族群受平地族群的影響

之大，也絕不僅限於由平地族群主導的政治經濟體系。在看似對立的政治

經濟地位背後，實則存在著許多共通之處（Leach 1970; O’connor 1996; Gros 

2007; 何翠萍2011）。造就此類共通之處的，除了中央王朝、西方殖民勢力

及民族國家的各式「文明化工程」外，更為重要的是基於貿易這一「更具影

響而無孔不入的力量」之上的族群互動（何翠萍、魏捷茲、黃淑莉2011：

95）。若以此地區眾多族群為中心，建構各族群社會文化，或書寫區域史，

便可發現，東南亞北部大陸各式流動的人、物實為各式「文明化工程」及貿

易引發的族群互動之基礎（Hill 1998; Sun 2000; Lee 2002; Davis 2003；Giersch 

2006; Herman 2007; Tagliacozzo and Chang 2011; Sadan 2013）。借助「流動」

之視角，有助於「不再將歷史做為一種像船一樣，是他處到來的外來之物」

（Ortner 1984: 143），以便真正將東南亞北部大陸各族群視為能動者，從而

達致對「國家史觀」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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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ming Among the Cold Mountains:
The Impact of the Central Reign’s Frontier Policies on the Migr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Flower Lisu, Southwest Yunnan, China (1735-1911)

Lu-yi, Zhong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 Ethnology 

Xiamen University

From 1735 to 1850, facing the extended control of Qing dynasty into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 the Flower Lisu made themselves the Qing’s 
“ruled resources” rather than the target of imperial force. Furthermore, 
after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1850-1911), when the Qing’s inability 
to sustain its rule in the periphery and the arrival of the Western colonial 
powers increasingly accentuated the “multinational frontier” aspect of 
Southwest Yunnan, the Flower Lisu were still able to maneuver their 
way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by choosing the most suitable 
“ruler” for themselves.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lineate how the Flower Lisu became part of the empire 
as the Qing borderland ethnic policy changed over time. In addition, 
the oral history obtained by field work provides a complementary emic 
perspective regarding the way of Flower Lisu are constructing their own 
historical memory of being part of the Qing’s “ruled resources.” Finally, the 
discussion further extends to how the Flower Lisu’s migration to Burma’s 
Kachin State, Shan State, and Northern Thail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choice of being part of the Qing’s force. 

Keywords：�Flower Lisu, Southwest Yunnan, Qing, frontier policies, 
ethn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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